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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

李 萌 1，何 宇 2，潘家华 1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028；2.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未来中长期范围内实现减碳乃至净零碳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中

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研究“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作用传导

机制，探索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统筹推进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韧性，对于统筹中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和确保“双碳”工作平稳、有序、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根据 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通过基于产业链总值核

算法和产业链增加值核算法两类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中国 31个省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

联，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是敏感的。而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均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

链的波动，但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的影响更大。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

策无法避免政策成本沿着产业链积累和跨区域产业链的不对称减排问题，从而导致跨区域的碳转移现象，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

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克服跨区域跨行业的政策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链的“碳泄漏”，有利于政策上实现“碳公平”。进

一步研究发现，在基于产业链增加值的碳税政策框架下，存在最优碳税税率使得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冲击最小。据此，

研究提出完善“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方案、探索“双碳”政策背景下的全产业链系统治理方案、探索“双碳”目标下跨区域协同治理

方案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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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

“双碳”目标）的郑重承诺，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经

济体的责任和担当，也对未来中国低碳转型确保高质量

发展明确了政策方向。可以预计，在未来中长期范围内

“双碳”目标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目标刚性

的政策取向。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业链的

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这意味着，考虑碳税政策作

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工具时，碳税政策的实施不仅

直接会对高耗能、高排放的污染性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

影响，同时也会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下游联动对关

联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进而扰动整个产业链的分

工体系。在此背景下，研究“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中

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作用传导机制，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统筹推进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韧性，具有重要理

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超过 2/3的
全球贸易是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进行的，产业链和

价值链分工已成为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组织方式。Por-
ter［1］将企业的生产行为按照生产工序分为多个独立环

节，指出产业分工和链化环节是企业进行成本优化、形成

竞争优势的关键突破口。Kogut［2］丰富了 Porter企业产业

链的内涵［1］，认为企业逐利的竞争优势在于如何根据自

身技术、资金、原材料和劳动成本的要素特征，对生产的

各个环节进行价值链空间分配。Feenstra［3］基于国际贸

易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的内涵，把价值链分析

框架从企业价值链理论提升到国家参与的全球价值链理

论。何宇等［4］认为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过程中，由于

中间产品的频繁跨国流动，导致贸易成本不断往价值链

下游累积，容易造成价值链上下游阶段的贸易成本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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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中间产品贸易的跨国流

动也引起了学界对于总额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关注［5-6］。

“双碳”目标下，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垂直化分工

使得减碳和降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科斯定理指出，在

产权定义明晰且交易成本足够低时，外部性不会引起资

源的错配。然而，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环境政策的效果

却难以符合预期：①环境规制政策会产生污染的空间转

移，导致污染避难所效应。Fredriksson等［7］使用美国州际

数据研究发现，区域之间的环境规制存在策略互动性，导

致不同区域之间环境规制强度存在不对称性。区域环境

规制政策的不对称性则会促使企业进行选址决策，即从

环境规制强度较强的地区搬迁到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

区，以此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8］。Aichele等［9］研究表

明京都议定书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碳

泄漏”，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表现为贸易隐含碳顺

差。②环境规制政策会导致行业层面政策冲击转移，通

过产业关联放大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谢会强等［10］、

吕延方等［11］基于增加值分解方法，探索了区域—行业层

面的贸易隐含碳测度问题。王育宝等［12］基于增加值分解

的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利用中国投入产出数据研究了

不同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链分工的

影响，研究发现完善的碳排放核算方案是推进碳减排政

策的关键。

上述文献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纵观

已有研究，凸显两个方面的现实不足：①现有文献对于

“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与产业链分工的微观作用机制缺

乏关注。虽然学界的普遍共识认为，从增加值视角研究

企业生产碳排放更能体现产业链分工情景下企业的真实

碳排放，然而现有研究鲜有从企业（地区）参与产业链和

价值链分工的微观机理角度出发，探索“双碳”目标背景

下碳税政策如何实施和政策的理论依据。②现有文献缺

少从产业链韧性视角探索“双碳”目标背景下碳税政策最

优化路径问题。“双碳”目标背景下，旨在实现降碳的产业

政策必然会对现有产业链造成冲击，如何从政策上进行

优化设计，统筹推进“双碳”目标和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

性提升，是管理界、决策界的当务之急，但现有相关研究

的缺乏，难以为碳税政策的制度选择提供科学的理论

支撑。

鉴于此，文章拟聚焦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贡献在于：

①从理论层面，基于多阶段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模型，通

过模型的一般均衡求解、参数校准和反事实模拟分析，探

索碳税政策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微观作用机

制；②从政策层面，基于“双碳”目标背景，从提升中国制

造业产业链韧性视角，探索最优碳税政策的设计问题，为

统筹推进“双碳”目标和提升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供

理论支撑和决策建议。

2 产业链分工基准模型

文章模型主要参照Antràs等［13］和何宇等［14］的多阶段

产业链（价值链）生产模型。Antràs等［13］和何宇等［14］的模

型描述了一个开放经济下多国-多阶段参与国际产业链

竞争的模型，文章与以上研究不同，考察“双碳”目标背景

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问题，因此在国家层面上表

现为封闭经济的特征，而在国内省级层面表现为开放经

济特征。基于此，假定封闭经济中有N个地区，每个地区

有一个代表性企业，使用下标 i、n、m、k ∈ {1，2，…，N }表
示。在多阶段产业链分工过程中，最终产品ω ∈ [ 0，1]的
生产经由多阶段中间产品行业 j∈｛1，2，…，J｝生产完成，

生产阶段的数值从 1到 J依次表示产业链分工的上游和

下游阶段。

2. 1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假定

假定区域 i的消费者拥有 Li单位劳动，并且消费者可

以无弹性地向本区域企业提供劳动以生产中间产品或最

终产品。单位劳动的工资报酬为wi。消费者对于连续最

终产品ω的偏好由如下CES效用函数给出：

Ui = ■
■
||||∫01(CFi (ω ) ) (σ - 1) /σ dω■■|||| σ/ (σ - 1) （1）

其中： )CFi (ω 表示最终产品的消费量，σ表示最终产

品ω的替代弹性。

2. 2 关于生产和技术假定

令 zji (ω )表示区域 i的企业参与产业链 j的生产的技

术水平，V j
i (ω )表示区域 i的企业的增加值，M j - 1

i (ω )属于

前一产业链分工阶段的增加值，则区域 i的企业参与到生

产阶段 j的生产函数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给定：

f ji (ω ) = zji (ω ) (V j
i (ω ) ) γj(M j - 1

i (ω ) ) 1 - γj （2）
其中：f ji (ω)表示产出水平，zji (ω )为生产的技术水平，

且服从 Fréchet极值分布。V j
i (ω )表示生产过程中的归属

于本生产阶段的增加值部分，M j - 1
i (ω )表示当前第 j生产

阶段使用的来自第 j - 1生产阶段的中间产品，从投入产

出视角来分析，该部分不属于当前生产阶段的增加值。γj

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来自本地区生产要素的增加值份额，

1 - γj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来自上一生产阶段的中间产品

的累积增加值份额。

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的原因在于，可

以比较方便地区分归属于本生产阶段的增加值部分和重

复计算的增加值部分。并且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良

好性质可以方便进一步研究产业链分工路径上不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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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贸易成本弹性的差异，以及贸易增加值 γj如何影

响一个地区企业的产业链嵌入特征。

对于归属于本生产阶段的增加值部分V j
i (ω )，作如下

设定：

V j
i (ω ) = ( xji (ω ) ) 1 - αi(Lji (ω ) ) αi （3）

将公式（3）代入公式（2）就得到某一特定生产阶段完

整的生产函数。在该生产函数中，参数 γj是与生产阶段

相关的参数，γj衡量本区域内增加值份额，其值越高则生

产过程中归属于本地区的增加值比例越大。αi是生产要

素份额相关参数，表示本地区内增加值部分中劳动要素

的产出份额或劳动产出弹性，1 - αi表示本区域内增加值

部分中复合中间品的产出份额。复合中间品投入 xji (ω )
来自于最终复合产品，最终复合产品Qi除可以用于复合

中间品投入 xji以外，还可以作为最终消费以供消费者消

费。因此，最终复合产品Qi可以由公式（4）表示：

Qi = ■
■
||||∫01( f Ji (ω ) ) ( ρ - 1) ρdω■■|||| ρ ( ρ - 1) （4）

根据Eaton等［15］假设企业的技术水平服从极值分布，其

分布函数为Fi ( z ) = e-Ai z-θ。其中，Ai > 0是与地区 i的技术水

平相关的参数，θ > 1表示不同产品生产之间的技术水平差

异参数，θ值越大则表示不同产品之间的技术差异越小。

假定市场完全竞争，通过求解一般均衡市场条件下

地区 i的企业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得到不包含上一阶段中

间产品的要素利用成本为：

ci = ( Pi1 - αi ) 1 - αi( wiαi ) αi （5）
2. 3 产业链分工

根据洪俊杰等［16］的研究，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

表现出显著的网络关联，Baldwin等［17］研究表明在产业链

分工网络中同时存在蛇型产业链分工路径和蛛型产业链

分工路径，表明产业链分工存在复杂的网络分工关系（图

1）。Antràs等［13］和 Lee等［18］则通过定义蛇型产业链分工

路径来刻画复杂的网络分工关系。

文章参考Antràs等［13］定义如下产业链分工路径集合：

lk = { lk (1)，lk (2)，…，lk (J ) } （6）
其中：lk集合表示特定产业链 k的分工路径，其集合

元素为 J个地区。因此 lk (1)表示在特定产业链 k的分工

路径中，地区 lk (1)嵌入第一阶段的生产分工。公式（6）表

明，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一个地区嵌入产业链分工的方

式为产业链分工阶段的函数。求解此函数的具体数学解

析特征将有助于本文对产业链分工网络进行深入量化

研究。

假定地区 n的企业从地区 i的企业采购中间产品，且

货物的运输过程存在贸易成本：要使得 1单位的货物到达

地区 n的企业，地区 i的企业需要运送 τin ≥ 1单位的货物，

以弥补贸易成本带来的损失部分 τin - 1。τin也被称为冰

山贸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

根据一般均衡结果可以得到地区 i的企业的在产业

链第 j阶段生产的中间产品的定价由下式给出：

pjl ( j ) = c
γj - 1
l ( j ) ( )pj - 1l ( j - 1)τl ( j - 1) l ( j )

1 - γj

zjl ( j )
（7）

由于 pjl ( j )与 pj - 1l ( j - 1)的 1 - γj次幂成正比，所以经过 J -
j - 1次迭代过程，pJl ( j ) 与 pjl ( j ) 的∏j` = j + 1

J 1 - γj` 次幂成正

比。这意味着归属上一阶段的增加值份额参数 1 - γj会
随着中间产品转移次数的增加而向产业链生产阶段的下

游累积，使得产业链下游对于贸易成本和技术水平的变

化更加敏感。定义 βj =∏j` = j + 1
J 1 - γj`，可以得到越靠近

产业链的下游，βj值越高，即β1 < β2 < ⋯ < βJ = 1。
定义εji[ s] = Ej■■||||( pjl ( j )τl ( j ) i)

s■
■
||||，可以得到地区 i的企业在

第 j阶段向第 j + 1阶段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概率为：

Pr ( l ( j ) = i) =
Ai( )( )cji γj

τl ( j - 1) i
-θβj
εj - 1i [ ](1 - γj + 1 ) (1 - γj ) -θβj + 1

∑n ∈ NAn( )( )cjn γj

τl ( j - 1)n
-θβj
εj - 1n [ ](1 - γj + 1 ) (1 - γj ) -θβj + 1

（8）
为了使公式表示简洁和便于表述，定义：

Ψn = An((cjn ) γjτl ( j - 1)n) -θβj εj - 1n [ (1 - γj + 1 ) (1 - γj ) ]-θβj + 1

（9）
其中：Ψn是对地区n的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过程中的

贸易综合竞争优势的测度。因此，地区 i的企业在第 j阶段

向第 j + 1阶段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Pr ( l ( j ) = i) = Ψi∑n ∈ NΨ n

（10）
图1 产业链分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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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8）—（10）表明：①影响地区 i的企业在产业链

第 j阶段的嵌入概率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的技术水平、要

素利用成本和冰山贸易成本。技术水平对于一个地区嵌

入产业链特定阶段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要素利用成本和

冰山贸易成本对于一个地区嵌入产业链特定阶段具有负

向作用。②地区 i的企业在产业链第 j阶段的嵌入概率不

仅取决于地区 i的企业自身的绝对贸易综合竞争优势，还

取决于地区 i的企业相对行业平均水平的贸易综合竞争

优势。

使用Γ表示伽马函数，根据 Eaton等［15］，可以得到在

产业链的第 j阶段，企业购买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为：

Pji = ■

■

|
||
|∑n ∈ N An((cjn ) γjτl ( j - 1)n) -θβj■■||||

-1/θ
Γ (1 + 1 - σβjθ ) 1/ (1 - σ )

（11）
3 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

3. 1 “双碳”目标与产业链竞争

根据产业链分工基准模型，求解得到一般均衡条件

下地区 i的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过程中的贸易综合竞争

优势的测度和地区 i的企业嵌入产业链第 j阶段的概率。

根据公式（8）、公式（9）和公式（10），技术水平、要素利用

成本和冰山贸易成本是影响地区 i的企业参与产业链分

工和竞争的主要因素。陈诗一［19］、韩超等［20］、史丹等［21］、

仓定邦等［22］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和能源政策通过

改变企业的能源投入约束、污染产出约束、能源使用结构

等作用机制实现全社会的节能减排目标，因而环境政策

和能源政策约束在企业实际参与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过

程中转化为企业的成本性约束［23-24］。鉴于此，接下来将

从“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地区 i的企业参与产业链竞

争的成本性约束展开。

公式（8）表明地区 i的企业嵌入产业链第 j阶段的概

率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在参与产业链分工过程中的贸易综

合竞争优势，还取决于产业链网络中其他地区的企业的

贸易综合竞争优势，并且产业链网络中各个地区的企业

的贸易综合竞争优势还存在相互嵌套和迭代关系。这导

致：①不能直接通过求解嵌入概率对要素利用成本的偏

导数 ∂ Pr ( )l ( )j = i ∂ci来研究企业要素利用成本 ci的变

动对其在产业链第 j阶段的嵌入概率 Pr ( l ( j ) = i)的边际

影响；②不能在 j > 2范围内得到关于公式（8）—（10）的显

式解析解，并且由于在产业链网络分工体系下，模型整体

计算量与NJ成正比，这导致将现实数据映射到模型中时，

庞大的计算量也无法得到数值解。

对此文章参考 Caliendo等［25］的 Exact Hat Algebra方

法来研究一般均衡条件下碳税政策引致的主要变量的

相对变化。由于求解一般均衡的显式解析式和准确数

值解并非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在 Exact Hat Algebra方
法下，选择兴趣变量 x的相对变化 x� = x' x如何引起一般

均衡的相对变化。Exact Hat Algebra方法的优点有以下

三点：①可以精确将模型与基期年份的数据进行匹配，

并且该过程不需要额外对一些难以识别的参数进行估

计；②可以方便地利用基期的一般均衡结果展开系列

反事实分析；③极大降低了计算量，不需要对 εji[ s] =
Ej

■
■
||||( pjl ( j )τl ( j ) i) s■■||||形成预期，一般均衡结果仅对现有产业链

关联进行调整。使用 Exact Hat Algebra方法可以得到以

下方程组：

c� i = ( P� i1 - αi ) 1 - αi( w� iαi ) αi （12）

Pji = ■

■

|
||
|∑n ∈ N An((c� jn ) γjτ� l ( j - 1)n) -θβj■■||||

-1/θ
Γ (1 + 1 - σβjθ ) 1/ (1 - σ )

（13）
�Pr ( l ( j ) = i) = Ψ� i∑n ∈ NΨ

�
n

（14）

X'ji = β ji I'i +∑j

J γj，j'i ∑i
N πj

ni1 + ti X'
j
n （15）

公式（12）—（15）构成了碳税政策冲击条件下一般均

衡变动的动态方程组。与Caliendo等［25］和郭美新等［26］不

同的是，公式（12）—（15）构成的方程组只研究了产业链

嵌入概率的变化，只能在集约边际范围研究“双碳”目标

背景下碳税政策对地区产业链嵌入变化的影响。对于广

延边际范围下产业链网络下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相关研

究，将会在碳税政策的反事实研究部分展开具体研究。

3. 2 产业链网络与产业链韧性测度

在基于产业链的专业化和多元化分工中，产业链网

络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多维复杂性，这也决定了研究“双

碳”目标背景下中国产业链韧性测度也存在一定挑战性。

虽然基于公式（8）、公式（9）和公式（10）可以得到产业链

中具体地区 i的企业在第 j阶段的嵌入概率，然而从整体

产业链分工网络来看，公式（8）、公式（9）和公式（10）所描

述的嵌入概率仅为局部嵌入概率，无法对整体产业链网

络中地区 i的企业在第 j阶段同时存在多重指涉关系和多

重被指涉关系时的情形进行数学表示。

基于此，定义如下产业链网络多重指涉关系：在有向

（Directed）产业链网络的第 j阶段分工过程中，如果 lk0 ( j )
的中间产品流向同时指向 lK( j + 1)，K ∈ { k1，k2，⋯，kn }，
则称 lk0 ( j )在产业链网络的第 j阶段分工过程中存在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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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关系。用数学表示为：

lk0( j ) ⋉ { lk1( j + 1)，lk2( j + 1)，⋯，lkn( j + 1) } （16）
其中：定义⋉为有向多重指涉关系符，表示有向产业

链网络中单个节点（Node）指向多个节点集合的指涉关

系。根据公式（16），可以得到有向产业链网络的分工条

件下的多重指涉关系概率：

Pr (( i|{l ( j ) |lk1( j + 1)，lk2( j + 1)，⋯，lkn( j + 1)}) ) =
{Pr ( i|l ( j ) ) |Pr ( i|lk1( j + 1) )，Pr ( i|lk2( j +
1) )，⋯，Pr ( i|lkn( j + 1) )} （17）

同样地，定义如下产业链网络多重被指涉关系：在有

向产业链网络的分工的第 j阶段分工过程中，如果 lK( j +
1)，K = { k1，k2，⋯，kn }的中间产品流向同时指向 lk0 ( j )，则
称 lk0 ( j )在产业链网络的第 j阶段分工过程中存在多重被

指涉关系。用数学表示为：

lk0( j ) ⋊ { lk1( j - 1)，lk2( j - 1)，⋯，lkn( j - 1) } （18）
在公式（18）中，定义⋊为有向多重被指涉关系符，表

示有向产业链网络中单个节点（Node）被多个节点集合所

指向的指涉关系。根据公式（18），可以得到有向产业链

网络的分工条件下的多重被指涉关系概率：

Pr (({l ( j ) |lk1( j - 1)，lk2( j - 1)，⋯，lkn( j - 1)}|i) ) =
{Pr ( i|lk1( j - 1) )，Pr ( i|lk2( j - 1) )，⋯，Pr ( i|lkn( j -
1) ) |Pr ( i|l ( j ) )} （19）

考虑在现实产业链网络中，当地区 i的企业在第 j阶

段同时存在多重指涉关系和多重被指涉关系时，根据公

式（16）和公式（18）得到：

{ lk1( j - 1)，lk2( j - 1)，⋯，lkn( j - 1) } ⋉ lk0( j ) ⋉ { lk1( j +
1)，lk2( j + 1)，⋯，lkn( j + 1) } （20）

此时根据公式（20）很难通过比较简洁的形式展示有

向产业链网络的分工条件下的多重指涉和多重被指涉关

系情形下的概率表达式。在产业链网络中，由于多重指

涉和多重被指涉关系存在，导致全局产业链概率关系的

数量与产业链分工阶段数 J的次幂成正比。因此，公式

（10）中的 Pr ( l ( j ) = i)实际上是对局部产业链网络的描

述，而非对全局产业链网络的描述。鉴于此，接下来文章

参照 Page等［27］的页面排序（Page Rank，以下简称 PR）算

法来核算社会网络关系中多重指涉和多重被指涉关系情

形下各个节点的全局产业链嵌入概率。

PR算法起源于对复杂相互指涉的互联网网页关系

进行排序，基于互联网网络的结构关系和网页信息内容

质量计算得到网络全局范围内的网页搜索概率，搜索引

擎根据网页搜索概率对搜索结果页面进行排序并呈现排

序 后 的 搜 索 结 果 。 由 于 PR 算 法 与 局 部 网 络 关 系

Pr ( l ( j ) = i)和全局网络结构相关，通过社会网络的多次

迭代最终结果会收敛于稳态，因此是描述产业链网络中

各个节点参与情形的理想测算方案。通过 PR算法可以

方便计算“双碳”目标背景下碳税政策对局部产业链参与

概率和全局产业链结构的综合影响，并进一步研究碳税

政策影响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核算。

假 设 在 有 向 产 业 链 网 络 中 ，考 虑 地 区

i，i ∈ {1，2，⋯，N}的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的情形。定义

ODi为地区 i的企业的出度（Out Degree），PRi表示地区 i的

企业的PR值，其计算公式为：

PR ( l ( j = i )|t + 1) = 1 - qN +

q∑i ∈ { }1，2，⋯，N

PR ( )l ( j = i )|t
ODi

（21）
在公式（21）中，为了防止孤立节点导致出度为 0的情

况发生，参照Page等［27］设定阻尼系数 q，使计算能够在孤

立节点处继续进行。对于初始 PR值 PR ( l ( j = i )|t = 0)
时 ，选 择 { Pr ( l ( j ) = i) | i ∈ { }1，2，⋯，N ，j ∈ { }1，2，⋯，J }
来表示。当地区 i的企业 PR值较高时，表明其在产业链

中被指向性和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的中心度越高，反之

则表示其在产业链中被指向性和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的

中心度越低。

3. 3 碳税政策的反事实分析

在国际气候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

如何进行碳减排的问题，主要形成了两个政策方案，即碳

税政策和碳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理论上而言，

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碳税政策和碳交易政策的政策效

果是等价的［28］。此外，相对于碳交易，碳税政策在模型的

数学处理上更加简洁和直观。基于以上考虑，接下来本

文考虑以碳税政策作为碳减排的政策工具，通过反事实

分析考察碳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

基于前文关于碳税政策影响产业链韧性的作用机制

和产业链韧性测度的方法的研究，接下来建立碳税政策

反事实分析框架，并从以下两类情形展开分析：①情形

一，以总值碳排放为计税依据的碳税政策，其治理对象本

质是企业的直接碳排放量，体现了产业链中的横向治理；

②情形二，以增加值碳排放为计税依据的碳税政策，其治

理对象本质是企业参与产业链分工的间接碳排放量，体

现了产业链中的纵向治理。

首先考虑情形一。在情形一中，假定碳税政策对企

业的直接碳排放量进行征税，且碳税会提高企业的生产

成本，进而影响一般均衡条件下企业的最优化决策［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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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此 ，设 定 其 征 税 税 率 为 ∆t。 根 据 公 式（13）和

公式（14），碳税会通过改变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单位要素

利用成本，进而改变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嵌入概率。

在情形一中，碳税政策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只对碳排放企业进行征税，对非碳排放企业不进行征

税，因此在现实政策实施过程中重点碳排放行业和重点

碳排放企业成为了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32］。基于此，设

定碳排放门槛 η，当企业（行业）碳排放 ei大于门槛值 η

时，则确定该企业（行业）为重点污染企业（行业），反之则

不是。因此，可以得到：

Pr =
■
■
■

||

||||

Pr ( )i = l ( )i | ei ≥η
Pr ( )n = l ( )n | en <η

（22）

当 l ( i) = l (n)时，企业 i和企业 j同属于特定的产业链

生产阶段。根据科斯定理，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降低

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当 l ( i) ≠ l (n)时，企业 i和企业n

则分属于产业链不同生产阶段。由于产业链生产分工过

程中，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具有向下游累积的性质，碳排

放责任在产业链上向下游转移，并对全产业链造成冲击。

这表明，单纯以碳排放外部性为治理目标的碳税政策可

能并不能产生合意的治理效果［11］。

接下来考虑情形二。在情形二中，假定不对企业直

接碳排放进行征税，转而对其贸易隐含碳进行征税。这

意味着，情形一中碳税政策是以直接碳排放量作为计税

依据，而情形二中碳税政策则是以间接碳排放量作为计

税依据。考虑 l ( j ) = i时，根据公式（8），可得单位要素成

本的弹性系数为-θβj，由于 βj =∏j` = j + 1
J 1 - γj`，表明 βj与 j

正相关。这意味着，由于产业链各生产阶段的贸易成本

弹性系数存在差异，产业链下游生产阶段的贸易成本弹

性受产业链上游生产阶段贸易成本弹性的影响，因此从

产业链垂直分工而言，“双碳”目标下的碳税政策需要解

决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碳排放成本的外部性。

4 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接下来考虑如何建立理论模型和现实数据之间的映

射关系。文章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

数据库（CEADS）发布的 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该投入产出表涵盖了中国 31个省份（限于数据可得性，该

研究数据暂仅覆盖 31省份，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

区）和 42个行业，是文章研究中国产业链关联的核心数

据。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 31个省份的统计年鉴。考虑到

文章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实际的数值

分析中，从投入产出表的 42个行业中筛选 17个制造业行

业作为研究对象，17个制造业行业分别为：食品和烟草，

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品和

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

料加工品，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和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

器仪表和其他制造业。

在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之前，需要对中国省级制造业

产业链的关键参数进行设定。在该研究背景下，所涉及

的参数包括：各省的技术水平参数、技术水平差异参数、

冰山贸易成本参数、劳动产出弹性参数。

关于技术水平参数和劳动产出弹性参数的估计。文

章使用索罗余值法对 31个省份的技术水平参数和劳动产

出弹性参数进行估计，所需数据包括 31个省份的实际

GDP、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

关于冰山贸易成本参数的估计。Head等［33］认为，既

然冰山贸易成本反映的是区域间贸易成本对于区域间贸

易活动的影响，因此可以尝试使用区域间双边贸易的最

终产品份额来倒推双边冰山贸易成本。表 1显示了中国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简要数据结构：在表 1中，左边矩阵

表示各省的双边中间产品贸易Hin，右边矩阵表示最终产

品使用Fin。其中，行表示一个地区产出用于投入中间品

使用或者最终产品使用，因此通过横向加总可以得到：

Yi = ∑Hin + ∑Fin；列表示各地区从其他地区购买中间产

品和投入劳动要素进行生产，通过纵向加总可以得到：

Yi = ∑Hin + wnLn。定义地区 i购买的中间产品总额中归

属于地区 n的中间产品的比例为πH
ni = Hni∑Hni

，定义地区 i

购买的最终产品总额中来自地区 n的最终产品的比例为

πF
ni = Fni∑Fni。据此，设定地区 i和地区 n的双边冰山贸易

成本为 τin = ( πF
inπF

ni

πF
iiπF

nn )
-1
2θ
。关于技术水平差异参数的估计，

文章参照 Eaton等［15］、Burstein等［34］、Parro［35］、Simonovska
等［36］等的研究，设定技术水平差异参数 θ = 5。

表1 投入产出表的简要数据结构

变量

提供中间产品投入

增加值

总产出

省1
省2
省3

使用中间产品

投入

省1
H11
H21
H31
w1L1
Y1

省2
H12
H22
H32
w2L2
Y2

省3
H13
H23
H33
w3L3
Y3

最终产品使用

省1
F11
F21
F31

省2
F12
F22
F32

省3
F13
F23
F33

总使

用

Y1
Y2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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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值分析

基于理论模型求解和模型参数设定，接下来进行数

值分析。数值分析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①基于投入

产出表计算省份 i 在产业链分工阶段 j 的嵌入概率

Pr ( l ( j ) = i)；②基于产业链分工概率 Pr ( l ( j ) = i)计算中

国制造业产业链 PR值；③通过碳税政策反事实分析，对

“双碳”目标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作用机制进行量

化研究。

5. 1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的基准情形

图 2为基准情形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

图。根据 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中

国 31个省份 17个制造业的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据此计

算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为 527 × 527矩阵，行和列

均依次按照 31个省份的 17个制造业行业排列。）。图 2中
的点表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嵌入概率，产业链嵌入概

率值越大则在图中以更大的点密度表示。图 2结果表明：

①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属性。在图

2中有一条沿 45°线分布的点集，说明中国 31个省份的产

业链布局多以本地化关联为主，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理论，

即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是敏感的。②中国制造业的

产业链呈现多区域引领的协同发展属性。图 2中有多条

横向分布的带状点集，显示北京、上海、河南、广东、江苏

等省份的产业链具有全国性的竞争优势。

图 3显示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的列剖

面图和行剖面图。为剔除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强本地关

联属性，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中剔除 45°对
角线元素以研究嵌入概率的区域-行业分布特征。图3中

嵌入概率矩阵列剖面图的横坐标对应图 2中的纵坐标，而

嵌入概率矩阵行剖面图的横坐标对应图 2中的横坐标，均

依次按照 31个省份的 17个制造业行业排列。根据图 3的
结果，研究发现：嵌入概率矩阵的行剖面和列剖面呈现较

大的统计差异，其中列剖面均值 0. 37，列剖面标准差

0. 19，而行剖面均值 0. 11，行剖面标准差 0. 13。结果表明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存在区域-行业层面的

属性差异，此外对比嵌入概率矩阵的行剖面和列剖面的

统计差异，由于列剖面代表产业链的后向关联特征，行剖

面表示产业链的前向关联特征，因此可以判断在国内制

造业产业链范围内，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产业链关联具

有较强的前向关联特征。

接下来基于产业链嵌入概率 Pr ( l ( j ) = i)，计算中国

制造业产业链PR值。产业链网络PR算法取决于两个关

键信息，即产业链网络节点特征信息和产业链结构关联

信息。这里定义每一个产业链关联关系为一次“搜索”，

并且根据该产业链关联关系的概率对每一次“搜索”进行

赋权，根据PR算法可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进行降

维排序。图 4和表 2分别从行业层面和区域层面显示了

根据 PR算法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进行降维排序后

的结果。根据图 4行业层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PR值结

果，在 17个制造业行业中，PR值排名靠前的行业分别为：

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造纸印刷文教体育

用品和纺织品。这意味着，这些行业在中国制造业产业

链分工网络中，对要素资源的控制和获取程度较高，并且

扮演着网络分工的枢纽角色［16］。与此同时，PR值排名靠

后的行业分别为：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木材

加工品和家具，金属制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

设备，仪器仪表。

表 2显示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PR值。数据结果表

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PR值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

图3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剖面图2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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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值统计特征而言，各个省市之间的PR值存在较大的

差异，其中第 1名广东的 PR值为 0. 41，而第 31名甘肃的

PR值为 0. 01，总体标准差为 0. 1。从数值排序而言，排名

靠前的区域全部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且尤其以东部

地区为主导，而排名靠后的区域则全部为西部地区。这

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的中心度呈现显著的阶

梯分布，即呈现出东部地区主导，中部和西部地区有层次

地参与的区域产业链分工特征。

5. 2 拓展研究：反事实数值模拟

基于以上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竞争的基准情形的研究

结果，接下来本文将聚焦于“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推进

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影响。具体地，文章将

从基于总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情形和基于增加值碳排放

的碳税政策情形，通过反事实分析，对“双碳”目标下中国

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作用机制进行量化测度研究。为了

研究情形一和情形二条件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

链参与的影响和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测度，本文设计

以下方案展开反事实分析：①设定政策冲击。从政策的

行业覆盖范围和政策是否是基于增加值碳排放两个方面

设定政策冲击。②计算政策冲击影响。根据公式（12）—（15）
所显示的冲击传导路径，计算政策冲击如何通过影响产

业链分工的要素利用成本和贸易综合竞争优势进而影响

中国省级制造业产业链的嵌入概率。③计算政策冲击下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基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

率的变化，使用 PR算法计算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并

对不同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模型，情形一对应了基于总值碳排放

的碳税政策情形。该情形下的环境治理特征在于：①行

业特定，选取高能耗、高碳排放行业作为碳税政策实施范

围；②按总值碳排放原则实施碳税政策，并设定碳税税率

为 5%。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价格〔2020〕258
号文件，明确高耗能行业范围：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参照该分类标准，本文确定

如下高耗能行业：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化学

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

制品。

图 5显示了情形一条件下中国省级制造业产业链嵌

入概率矩阵的变化。图 5所显示的内容一共由 3个曲面

图形组成，从上到下依次为：政策冲击后中国省级制造业

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政策冲击后中国省级制造业产业

链嵌入概率矩阵的变化量和政策冲击前中国省级制造业

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图 5的 x轴和 y轴分别代表中国 31
个省份，x轴和 y轴组成的平面表示 31 × 31的嵌入概率矩

阵，嵌入概率的值由 z轴表示。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碳税

政策冲击前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依然保

持沿对角线区域集中分布、非对角线区域离散分布的总

体趋势，表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

属性，这与基准情形下的结论一致。对比而言，政策冲击

后中国省级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的总体波动性

（标准差为 0. 11）大于政策冲击前中国省级制造业产业链

嵌入概率矩阵的总体波动性（标准差为 0. 03）。表明，受

到情形一条件下的碳税政策冲击时，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嵌入概率矩阵发生了比较显著的波动。这意味着在此情

表2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PR值
省份

广东

河南

江苏

安徽

浙江

山东

上海

河北

吉林

江西

山西

福建

云南

重庆

湖南

广西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区域

东部

中部

东部

中部

东部

东部

东部

东部

东北

中部

中部

东部

西部

西部

中部

西部

PR值

0. 410 1
0. 317 6
0. 274 4
0. 245 5
0. 236 9
0. 231 2
0. 216 2
0. 213 0
0. 142 6
0. 128 8
0. 109 5
0. 086 3
0. 075 8
0. 073 7
0. 054 6
0. 051 9

省份

天津

黑龙江

陕西

北京

海南

辽宁

湖北

青海

内蒙古

贵州

新疆

四川

西藏

宁夏

甘肃

排名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区域

东部

东北

西部

东部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西部

PR值

0. 051 6
0. 050 1
0. 033 6
0. 031 5
0. 028 8
0. 027 4
0. 022 8
0. 021 0
0. 020 6
0. 017 9
0. 012 2
0. 011 6
0. 009 9
0. 009 7
0. 009 0

图4 行业层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PR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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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政策的扰动至少从两个途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的波动造成影响：①产业链网络分工对扰动的冲击放大

效应。根据前文理论模型，在产业链分工网络中，贸易成

本弹性与产业链分工阶段负相关，这导致在产业链分工

上游阶段富有弹性，而在产业链分工下游阶段缺乏弹性，

最终导致贸易成本沿着产业链向下游累积［14］。因此，在

基于总值碳核算框架下的碳税政策会导致政策成本相应

地沿产业链叠加，产生成本放大效应，使得政策冲击后中

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产生了更大的波动性。

②产业链网络关联对扰动的溢出传导效应。图 5结果表

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不仅存在纵向层面

的波动，还存在水平方向的溢出，导致政策冲击在行业和

区域层面沿着产业链网络关联传导。

接下来讨论情形二条件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

业链参与的影响。与情形一条件下以地区（企业）的碳排

放总值作为划分是否征收碳税依据不同，在情形二条件

下，以地区（企业）的增加值碳排放作为政策实施对象。

这导致在情形二中，碳税政策的征税范围并不局限于高

能耗、高污染行业，而可能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扩展

到所有行业，总体表现为基于产业链增加值关联动态设

定产业链上下游各个行业的碳税计税依据。相比于情形

一，在情形二条件中需要关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增加值

分解信息。对此，文章使用WWZ分解法［5］对2017年中国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进行分解测度，得到中国制造业产业

链增加值分解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碳税政策对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图 6显示了情形二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

率矩阵变化。与图 5类似，图 6所显示的内容一共由 3个

曲面图形组成，从上到下依次为：政策冲击后中国省级制

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政策冲击后中国省级制造业

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的变化量和政策冲击前中国省级制

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基于图 6的数据结果，研究发

现：①在碳税政策的影响下，情形二中的中国制造业产业

链网络也表现出波动性。对比政策冲击前后中国省级制

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的变化差异，在碳税政策冲击

前其标准差为 0. 03，而在碳税政策冲击后其标准差为

0. 08。②对比图 5和图 6的结果，发现情形一和情形二条

件下的碳税政策冲击效应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即情形

二条件下碳税政策冲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造成的波动

程度更小（情形二条件下的标准差 0. 08小于情形一条件

下的标准差 0. 11），表明情形二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网络具有更强的政策韧性。③在情形一分析过程中，本

文从产业链网络分工对扰动的冲击放大效应和产业链网

络关联对扰动的溢出传导效应两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产

业链网络波动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而由于在情形二中，

已经通过产业链增加值分解剔除了碳税政策的政策成本

沿产业链叠加的影响，因此图 6中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

反映了产业链网络关联对扰动的溢出传导效应。

基于情形一和情形二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

概率矩阵，接下来使用 PR算法分别计算和对比分析“双

碳”政策冲击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表 3）。数据结果

表明：总体而言，无论是情形一和情形二，在受到碳税政

策冲击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PR值的总体排序并没有受

到较大的扰动，大多数省份的PR值排名保持不变。对比

而言，相较于情形一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PR值，情

形二条件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PR值相对更小。

图5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变化：情形一 图6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嵌入概率矩阵变化：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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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PR的绝对值，文章更

关注 PR的相对值变化。由于计算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PR
值的过程中，PR值取决于产业链网络节点特征信息和产

业链结构关联信息，而情形一和情形二两类情形下的“双

碳”政策冲击不仅会改变产业链网络节点上的嵌入概率，

也会改变整体产业链网络的结构形态，因此中国制造业

产业链网络 PR的相对值变化可以综合展现产业链网络

节点和网络结构两个变化引起的产业链韧性的变化。图

7显示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PR值变化的数值分析结

果，图 7上图表示情形一的数值结果，下图表示情形二的

数值结果。研究结果表明：①受到碳税政策冲击，在两类

情形下，各个省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②在情形一

中，浙江、江苏、广东等东部省份在碳税政策的冲击影响

下，其产业链嵌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可能原因在于

基于总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难以解决跨区域产业链的不

对称减排问题，导致区域之间的碳转移发生［37-39］。这也

意味着，部分地区的碳减排可能是以其他地区碳增加为

代价的，从社会总体层面并没有实现碳中和。③在情形

二中，各个省份的PR值受到碳税政策的冲击影响相对较

小，表明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并未造成比较显著

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跨区域产业链的“碳泄漏”

和“碳公平”问题。

5. 3 最优碳税税率

前文研究表明，相比于基于总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

基于增加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能够更好解决制造业产业

链层面的“碳泄漏”问题，降低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

业链的冲击，更好地兼顾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双重目标。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思考，既然基于增加值碳排放的

碳税政策比基于总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更优，那么在基

于增加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下，最优的碳税税率为多少？

图 8显示了考虑碳税政策税率连续变化过程中，基于

图7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PR值变化

表3 中国制造业产业链PR值：情形一和情形二

省份

广东

河南

江苏

安徽

浙江

山东

上海

河北

吉林

江西

山西

福建

云南

重庆

湖南

广西

情形一

0. 567 6
0. 457 7
0. 474 7
0. 362 3
0. 476 2
0. 354 7
0. 332 6
0. 310 2
0. 132 2
0. 180 9
0. 016 8
0. 174 2
0. 011 2
0. 069 1
0. 128 1
0. 123 0

情形二

0. 357 8
0. 294 2
0. 302 2
0. 235 0
0. 287 0
0. 227 1
0. 209 7
0. 191 1
0. 077 0
0. 117 0
0. 011 9
0. 101 2
0. 012 0
0. 031 8
0. 086 4
0. 074 2

省份

天津

黑龙江

陕西

北京

海南

辽宁

湖北

青海

内蒙古

贵州

新疆

四川

西藏

宁夏

甘肃

情形一

0. 053 5
0. 044 2
0. 050 1
0. 029 3
0. 015 3
0. 123 5
0. 014 6
0. 015 1
0. 145 3
0. 023 5
0. 079 2
0. 087 0
0. 030 8
0. 011 8
0. 017 3

情形二

0. 034 9
0. 014 0
0. 024 6
0. 050 5
0. 010 7
0. 041 6
0. 018 2
0. 010 7
0. 054 7
0. 045 4
0. 026 9
0. 007 2
0. 015 4
0. 010 6
0. 0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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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下的最优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

业产业链网络 PR值变化的影响。图 8中，纵坐标为中国

制造业产业链网络 PR值变化，横坐标表示碳税税率在

(0，0. 25)区间变化。结果显示：当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

络不受到外生技术冲击时，产业链网络PR值的变化也将

不受到影响，即产业链网络PR值的变化为零。当碳税税

率变化处于 (0，0. 131)区间时，碳税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

产业链网络 PR值造成负向影响，并且在税率等于 0. 073
时碳税政策对产业链网络 PR值的负向影响达到最大。

其原因在于，当碳税税率变化处于 (0，0. 131)区间时，碳

税政策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集中的地区产生较大影响，

降低了其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网络中的参与。当碳税税

率变化处于 (0. 131，0. 25)区间时，碳税政策会对中国制

造业产业链网络PR值造成正向影响，并且随着碳税税率

的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网络PR值的变化也持续提高，表明

在模型经济中存在一个最优的碳税税率 0. 131，使得碳税

政策对模型经济的冲击最小。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6. 1 研究结论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

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这意味着在未

来中长期范围内，碳达峰和碳中和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

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在“双碳”目

标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发展将如何受到碳税政策

的影响，如何确保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发展韧性，是当前亟

须关注的问题。

文章基于多阶段产业链（价值链）生产模型，拓展了

多区域-多行业的产业链分工模型，在理论模型的一般均

衡求解的基础上，利用PR算法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测度框

架。根据 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利用中国 31个
省份 17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基于产业链

分工模型核算产业链嵌入概率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

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属性，中国 31个省份的产业链布

局多以本地化关联为主，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

是敏感的。而进一步通过产业链总值核算法和产业链增

加值核算法两类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发

现：无论是基于产业链总值的碳税政策，还是基于产业链

增加值的碳税政策，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产生波

动，但前者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的影响更大。基于

产业链总值的碳税政策无法避免政策成本沿着产业链积

累和跨区域产业链的不对称减排问题，容易导致跨区域

的碳转移现象，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能够克服

跨区域跨行业的政策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产

业链的“碳泄漏”问题，有利于政策上实现“碳公平”。在

基于增加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框架下，存在最优碳税税

率使得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冲击最小。

6. 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完善“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方案。基于产业链总

值核算的碳税政策会导致碳责任的权责归属不清，对制

造业产业链的参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应优化国民经

济统计核算框架，推进国民经济统计范式由基于总值的

统计核算法向基于增加值的统计核算法转变，加快建立

从中央到地方的投入产出统计体系、核算体系、监督体系

和信息发布体系，建立统计部门碳核算、税务部门碳税和

碳金融市场交易的碳数据共享机制，为碳税政策的精准

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探索“双碳”政策背景下的全产业链系统治理方案。

产业链网络的跨区域和跨行业组织，使得传统的基于区

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产业政策可能无法真正有效解决全

国联动一盘棋的产业低碳转型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在

政策机制层面加快推进形成“链长制”为主要政策着力点

的沿链治理方案，即从传统以重点产业减碳、降碳为主要

目的治理方式向维护产业链平稳运行和促进产业链整体

型减碳降碳为主要目的治理方式转变，以全产业链为抓

手推进跨区域和跨行业的资源整合、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

探索“双碳”目标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案。由于中国

图8 最优碳税税率：基于增加值碳排放的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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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产业发展、能源结构、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性，有必要建立统筹的“双碳”政策区域联络机制，加

强对话与沟通，建立跨区域的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基于区

域发展基础的差异，促进能源结构和产业发展之间优势

互补，增强中国制造业减碳、降碳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参考文献

［1］PORTER M E.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1985，5（3）：60-78.

［2］KOGUT B.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comparative and competi-
tive value-added chains［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85，
26（4）：15-28.

［3］FEENSTRA R C.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
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12（4）：31-50.

［4］何宇，陈珍珍，张建华 .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全球价值链竞争［J］.
中国工业经济，2021（10）：117-135.

［5］WANG Z，WEI S J，ZHU K F.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3.

［6］王直，魏尚进，祝坤福 . 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

值链的度量［J］. 中国社会科学，2015（9）：108-127，205.
［7］FREDRIKSSON P G，MILLIMET D L.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cross US stat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1（1）：101-122.

［8］BECKER R，HENDERSON V. Effects of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n
polluting industr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108（2）：

379-421.
［9］AICHELE R，FELBERMAYR G. Kyoto and carbon leakage：an em-

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arbon content of bilateral trad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5，97（1）：104-115.

［10］谢会强，黄凌云，刘冬冬 . 全球价值链嵌入提高了中国制造业

碳生产率吗［J］. 国际贸易问题，2018（12）：109-121.
［11］吕延方，崔兴华，王冬 .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贸易隐含碳［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2）：45-65.
［12］王育宝，何宇鹏 .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1）：15-25.
［13］ANTRÀS P，DE GORTARI A. 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Econometrica，2020，88（4）：1553-1598.
［14］何宇，张建华，陈珍珍 . 贸易冲突与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

释［J］. 中国工业经济，2020（3）：24-43.
［15］EATON J，KORTUM S. Technology，geography，and trade［J］.

Econometrica，2002，70（5）：1741-1779.
［16］洪俊杰，商辉 .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2019（1）：42-64，205.
［17］BALDWIN R，VENABLES A J. Spiders and snakes：offshoring 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0（2）：245-254.

［18］LEE E，YI K M.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equality with endoge-
nous labor suppl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8，

115：223-241.
［19］陈诗一 .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

经济研究，2009，44（4）：41-55.
［20］韩超，陈震，王震 . 节能目标约束下企业污染减排效应的机制

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20（10）：43-61.
［21］史丹，李少林 . 排污权交易制度与能源利用效率：对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测度与实证［J］. 中国工业经济，2020（9）：5-23.
［22］仓定帮，魏晓平，曹明，等 . 基于能源替代与环境污染治理的两

阶段经济增长路径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20，28（9）：

146-153.
［23］王安静，冯宗宪，孟渤 . 中国 30省份的碳排放测算以及碳转移

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8）：89-104.
［24］余丽丽，彭水军 .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

研究［J］. 统计研究，2018，35（4）：16-29.
［25］CALIENDO L，PARRO F.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

fects of NAFT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4，82（1）：

1-44.
［26］郭美新，陆琳，盛柳刚，等 . 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和扩大开放［J］.

学术月刊，2018，50（6）：32-42.
［27］PAGE L，BRIN S，MOTWANI R. The page rank citation rank-

ing：Bringing order to the web［R］. Stanford Digital Libraries，
1998.

［28］WEITZMAN M L. Prices vs. quantities［J］. The review of econom-
ic studies，1974，41（4）：477-491.

［29］梁伟，朱孔来，姜巍 . 环境税的区域节能减排效果及经济影响

分析［J］. 财经研究，2014，40（1）：40-49.
［30］史丹，王俊杰 .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压力与生态效率测度

与评价［J］. 中国工业经济，2016（5）：5-21.
［31］赵爱武，杜建国，关洪军 . 环境税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模

拟［J］. 管理科学，2016，29（1）：40-52.
［32］李子豪，白婷婷 . 政府环保支出、绿色技术创新与雾霾污染［J］.

科研管理，2021，42（2）：52-63.
［33］HEAD K，RIES J. Increasing returns versus national product differ-

entiation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pattern of US-Canada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858-876.

［34］BURSTEIN A，VOGEL J. Globalization，technology，and the skill
premium：a quantitative analysi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0.

［35］PARRO F. 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skill premium in
a quantitative model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
roeconomics，2013，5（2）：72-117.

［36］SIMONOVSKA I，WAUGH M E. The elasticity of trade：estimates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4，92（1）：

34-50.
［37］李季，王宇 . 边境碳调节对中国EITE产业竞争力和碳泄漏的影

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2）：87-93.
［38］LIU Z，DAVIS S J，FENG K S，et al. Targeted opportunities to ad-

dress the climate-trade dilemma in China［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6，6（2）：201-206.

［39］张华 .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降低碳排放吗：来自准自然实验

的证据［J］. 经济管理，2020，42（6）：25-41.
··33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年 第 9期

Dual carbon goals, carbon tax policy,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of Chin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Meng1，HE Yu2，PAN Jiahua1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it is certain that carbon reduction and 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will be the focus of China ’s medium and long-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major manufactur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China is highly dependent on energy when it seeks to develop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how the carbon tax policy affected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hin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and how to give play to the government ’s guiding role and do a good job in promo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are expected to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Chi-
na’s economic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promo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untry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assurance of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in 2017, this study con-
ducted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f the carbon tax policy by using the gross value accounting method and the value-added accounting
metho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hin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showed significant
local correl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hains was sensitive to trade costs. Both the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gross value accounting method and the value-added accounting method would lead to the fluctu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t the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gross value accounting method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fluc-
tu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results of the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gross
value accounting method could not avoid the accumulation of policy costs and asymmetric emission reduction along the industrial chain,
which led to the phenomenon of inter-regional carbon transfer. The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value-added accounting method
could overcome the externalities of inter-regional and inter-industrial policies more effectively and avoid the carbon leakage of the in-
dustrial chain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wa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arbon equality in policymaking.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un-
der the framework of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value-added accounting method, there existed an optimal carbon tax rate, which
made the impact of carbon tax policy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hin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inimal.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policymakers to improve the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cheme and explore
the schem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system and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Key words dual carbon goals; carbon tax polic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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